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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乘坐飞机出行已经成为常态，而旅客的“任性行为”也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些现象也引起了公众及民航相关部门对于飞行安全的忧虑，因而民航 “黑名单”出现在公众视野。
自2016年2月1日起《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同时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营造文明乘机大环境的联合声明》，表示将合力对不文明旅客采取限制措施。那么《办法》所指的民航黑名单到底能否制止不文明行为？制定黑名单是否正当？如何权衡民航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正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现行民航“黑名单”的实际效用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中航协）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公布不文明旅客名单，中间历时五个月，从网络热议程度看，旅客应当对于不文明行为产生后果有所预见，理论上榜人员应减少。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不文明行为记录人数与危害程度都创造了历史新高。
事实证明，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为主导的民航“黑名单”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民航“黑名单”正当性及法律现状
中航协制定的《办法》中明确提及十条不文明行为应被列入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2016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征求意见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都对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进行了明确。但对于备受关注的民航黑名单问题，并未提及。民航协制定的《办法》，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必然没有法律效力。这说明现行的黑名单既没有强制性也没法律依据。
要不要在法律层面设置民航黑名单,如何界定并实行好民航“黑名单”并形成完善制度，其根本上要处理好民航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若旅客被民航企业摆布，甚至被剥夺基本出行权，必然违背民航黑名单设置的初衷，也将无法实现此制度的长久运行。将民航“黑名单”放置在法律制度之下，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民航黑名单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妥当性思考
航空运输的公共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民航“黑名单”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益来维护公共安全，但若不能以制度的形式来平衡各方权利，甚至会出现以公共安全、社会利益之名而行侵犯人权之实。
有学者提出“黑名单”制度在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实行，并且日趋成熟，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欧美民航“黑名单”初衷是公共安全，其选择标准也是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
我们从国外立法中也能总结出，即国外的民航黑名单有成熟的立法和航空运输总条件的详细规定，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履行程序。而我国还存在关于合同法规定的强制履约的争议，旅客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在没有严格程序和法律保障之时实行民航黑名单制度，只能激化航空公司和旅客的矛盾。
四、民航“黑名单”的设计起点和建议
（一）民航黑名单的设计起点：民航安全与旅客利益的平衡
我认为民航“黑名单”的设计宗旨应该是《办法》中所提到的，为维护航空运输秩序，保障航空运输安全，提高服务质量，维护广大民航旅客的利益。
虽然《办法》中提到了维护旅客的利益，但内容上只提及旅客的权利限制。例如，至今界定不文明行为的具体标准和评议程序，还不为民众所知悉，必然会让旅客对民航协和民航企业产生合理质疑，而旅客的合法权益保护也无从谈起。民航“黑名单”制度应当充分的体现旅客的权利保护，同时应明确民航局、民航企业、中航协的义务。2016年8月民航局官网首次公布了《中国民航安全管理失信人员“黑名单”》和《民航安全管理失信单位“黑名单”》，其实将民航人员“黑名单”的范围扩大并与旅客“黑名单”相结合，若民航企业在处理旅客问题时出现违法或违规情形，也要加入黑名单，使民航企业和其职员在处理旅客纠纷时，处在同等的制度下，而非只将紧箍咒加在旅客头上。这样解决问题才不失为公平，而且平等的法律地位更有利于双方互相谅解。
（二）民航 “黑名单”的设计建议
1、中立的主体
在限制公民的权利时，至少应当给予公民一个表达自我诉求的机会，甚至可以借鉴听证制度，这就需要适当的参与主体。哪些是适当的制定黑名单制度的主体？民航、行政机关、旅客代表，相关第三人或者还有其他利益团体，都应当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
2、缩小 “黑名单”的范围
我国对于航空器上的不文明行为，予以黑名单惩罚，但这个不文明词语本身不具有严谨性和明确性。不文明的行为不足以危机民航安全时，没有达到民航企业和民众对于民航安全的忧虑程度，也就不应当被列入黑名单。
3、民航“黑名单”的运作程序透明
现行的民航“黑名单”运作程序，就像处在迷雾之中，效果自然也就没办法保证了。一项制度的良性运行，需要完善透明的程序作为依托。人们无法相信一个没有枷锁的猛兽，同样一个可以限制公民基本出行权的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和程序的约束，必然会成为有关企业和部门的利器，不断伤害公民的合法权利。
4、民航“黑名单”的公开和旅客救济途径
从现行的《办法》第六条提到中航协每月从民航局获取不文明行为旅客信息。中航协每月更新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并告知航空公司、中航信和旅客本人。中航协告知航空公司和中航信的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包括什么具体信息，是否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这些在这三批名单中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数众多，是否会出现重名等信息重叠问题，因而给其他旅客造成的不便，如何承担责任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告知公众，使作为旅客的我们知道哪些基本权益可能会被侵害或限制。
《办法》规定中航协收到旅客异议其十五日内答复，若只有中航协一方作出答复，旅客可能对其结果不信任。我认为对于旅客递交的申诉材料，应当由至少三方机构审核，例如民航局，中航协和第三方中立机构（最好由旅客组成）共同进行，以保证旅客的申诉渠道公平公正畅通。
其实我们从范后军案例中，看到了航空公司的强势，他的黑名单自行制定，不需其他人监督许可，甚至都不告知旅客。在《办法》的明示下，“黑名单”是否会成为捍卫旅客合法权益的拦路虎。现行的民航“黑名单”的运作机制下，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要加强监督，避免权力滥用，进而促进民航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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